移民与回流:20世纪末以来澳大利亚香港华人

        跨国人口迁移潮流的转向及启示

                                颜 廷
内容摘要：香港对澳移民历史久远，最早可追溯至晚晴时期，而至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达历史最高峰。然此后，对澳年度移民人口急速下滑，且由澳回流香港华人数量稳步增长，乃至于逐渐超过香港对澳移民人口，从而造成香港与澳洲之间华人跨国人口迁移格局发生重大转向。这背后既有香港经济发展、政府清廉度提升、香港回归等客观因素的影响，亦有移民者个人因素。澳大利亚香港华人跨国人口迁移潮流的变化，扭转了香港对澳人才流失的基本状况、提升了香港社会国际化水平，却也增加了香港民主治理与社会管理的复杂性。这一切，为中国大陆跨国迁移人口管理及经济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经验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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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全球跨国人口迁移流动出现了新动向，即从近代以来的主要从欧美发达国家或地区向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进行殖民性迁移流动的基本格局，转变为主要从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向欧美发达国家或地区进行经济性迁移流动的基本格局。在这新一轮全球化时代的跨国人口迁移潮中，作为国际自由港及中西文化交汇点，香港社会深受冲击，大量人口外流欧美发达国家。然而，从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其人口外流趋势迅速减弱，从海外回流香港的移民人口则稳步增加，逐步改变了香港对外人口流失的基本局面。作为全球跨国人口迁移潮流的一部分，香港与欧美发达国家之间华人跨国人口迁移格局变迁与逆转，是近代以来华人跨国人口迁移的一个新现象，这对于考察和研究全球华人跨国人口迁移问题，具有重要的启发性意义。尤其是，近些年来中国大陆华人跨国人口迁移亦出现了类似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华人的新现象，即一方面对外移民潮来势汹涌，令中国正经历有史以来最严峻的人口流失，尤其是人才流失局面；另一方面从海外回流人口亦逐年攀升，使得中国大陆籍华人跨国人口迁移局面愈加复杂。如何应对新时期中国大陆华人跨国人口迁移潮流的变化及影响，或许能够从香港华人跨国人口迁移历史经验中得到一些启发和借鉴。而作为西方发达国家俱乐部的重要成员，澳大利亚一向是重要的传统华人移民目的国，备受香港、中国大陆华人移民青睐，其与香港及中国大陆之间的华人跨国人口迁移流动频繁，代表性突出，故这里以居澳香港华人为例，从国际人力资源竞争的视角，探讨其跨国人口迁移问题及其对中国政府的启示。而由于目前学界相关研究成果较为稀缺，
对这一问题展开研究更显得尤为重要。

     一、跨国人口迁移历史

    香港对澳移民历史较早，但人数并不太多。1841年英军占领香港时，当地仅有7450人左右，大多为靠海谋生的渔民，至1860年左右方因大量中国内地移民涌入而增至9.5万人。
故而当1851年澳大利亚墨尔本地区发现金矿，大量华人由海路赴澳时，香港虽为重要的中转地之一，然土著人口赴澳者并不多。实际上，1901年澳大利亚第一次人口普查时香港华人仅167人，直至近半个世纪后的1947年亦仅为762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满足战后国民经济建设和工业发展对劳动力的迫切需求，澳大利亚启动了战后大规模移民计划，从1947年7月1日到1969年6月30日这二十余年间，共引进海外移民208.06万人，然因种族主义移民政策的影响，这些海外移民绝大多数来自欧洲地区，其中香港移民仍寥寥，仅为9033人。
这与欧洲移民人口相比，几乎不值一提。
即便如此，还有许多人因无法忍受无处不在的种族歧视而离开澳洲，返回香港，使得1971年澳洲人口普查时香港华人仍居留澳洲者仅余5583人。
 可见，从1947年至1971年，香港每年平均实际对澳移民人口仅约200人。
1970年代以来，在多元文化政策指导下，澳大利亚启动了移民政策去种族化进程，移民选择越来越重视申请者的专业技术水平和英语能力，而不是种族、肤色和国别背景等，这为亚洲人移民澳洲打开了方便之门，使得香港对澳移民人口逐年攀升:1973-1974年度达664人、1974–1975年度达875人、1975-1976年度为897人、1976-1977年度为1102人，1977-1978年度已达1489人的历史最高峰。
而且，由于政府“鼓励人们维护自己的文化传统，……容忍相互间的差异”，
使得社会生活空间越来越自由、宽松，这一时期香港华人选择离开澳洲，回流香港者很少见。即便如此，直至1980年代香港对澳跨国人口迁移才真正走向高潮。 
1980年代以来,澳洲经济陷入深度衰退，迫使政府试图改变传统那种以矿产、能源等资源性行业为支柱的产业结构，重点发展高科技产业和服务业，这便迫切需要大量专业技术人才。由于当时欧美对澳移民动力疲软，
澳洲便将招募中国香港、台湾和韩国那些年轻、有良好教育背景和事业有成的人视为经济转型是否能够成功的重要机遇。
这为香港华人移民澳洲提供了巨大便利。加之当时香港回归问题已纳入中国与英国的外交谈判议程，触发了香港社会关于回归后香港经济与政治前景的广泛忧虑，使得香港对澳移民人口迅速走高。1981-1982年度香港对澳移民人口为1295人，至1984-1985年度已达3289人；1987-1988年度破五千人大关，达5571人；1989-1990年度再破八千人大关，达8054人；1990-1991年度，香港对澳移民人口达历史最高水平，为13,541人。
自1981-1982年度以来，数年间香港对澳年度移民人口增长约9.5倍。增速之快，史无前例。
实际上，恰因1980年代以来香港华人对澳移民几呈井喷之势，使得居澳香港华人总人口从1981年的15,717人猛增至1991年的57,510人，十年间增长了约2.7倍。
 不仅如此，与一般海外移民相比，1980年代香港华人移民大多拥有良好教育背景和专业技能。以1990-1991年度为例，当年度香港对澳技术移民12,053人，
占所有香港对澳移民人口比例高达89%。
 而同一年度澳洲海外移民人口为112,300人，其中技术移民为49800人，技术移民所占比例仅为44.3%。
 况且在当年度澳洲海外技术移民中，香港技术移民所占比例竟高达24.2%。可见，一定程度上，1980年代以来香港已成为澳大利亚经济发展的重要人才供应基地。而且，当时一旦香港华人成功移民，又很少有人回流香港。据澳移民部统计，从1980-1981年度以来，大多数年份居澳香港华人回流者不过几十人，1989-1990年度为最多，亦仅有127人回流，
这与当时香港对澳移民人口动辄成千上万相比，实在微不足道，从而使得两地之间香港华人跨国人口迁移基本上呈单向流动的特征。

总之，长期以来，香港与澳洲之间华人跨国人口迁移，一直是以香港对澳移民为主。然而，这种情况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迅速发生了逆转。 

                  表1  香港华人移民、离境与回流人口        （单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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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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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流
	移民
回流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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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流比

	1975-1976
	897
	*
	*
	*
	*
	1995-1996
	4361
	783
	687
	15.8%
	87.7%

	1976-1977
	1102
	*
	*
	*
	*
	1996-1997
	4191
	955
	854
	20.4%
	89.4%

	1977-1978
	1489
	*
	*
	*
	*
	1997-1998
	3445
	1023
	903
	26.2%
	88.3%

	1978-1979
	1180
	*
	*
	*
	*
	1998-1999
	2251
	1375
	1205
	53.5%
	87.6%

	1979-1980
	799
	57
	33
	4.1%
	57.9%
	1999-2000
	1729
	1585
	1353
	78.3%
	85.4%

	1980-1981
	775
	44
	28
	3.6%
	63.6%
	2000-2001
	1893
	1725
	1476
	78.0%
	85.6%

	1981-1982
	1295
	52
	24
	1.9%
	46.2%
	2001-2002
	1511
	1743
	1473
	97.5%
	84.5%

	1982-1983
	1369
	45
	23
	1.7%
	51.1%
	2002-2003
	1741
	1735
	1467
	84.3%
	84.6%

	1983-1984
	2017
	48
	22
	1.1%
	45.8%
	2003-2004
	2070
	2025
	*
	*
	*

	1984-1985
	3289
	97
	51
	1.6%
	52.6%
	2004-2005
	2534
	2077
	*
	*
	*

	1985-1986
	3118
	70
	34
	1.1%
	48.6%
	2005-2006
	2162
	2291
	1869
	86.4%
	81.6%

	1986-1987
	3403
	71
	42
	1.2%
	59.2%
	2006-2007
	2101
	2138
	1718
	81.8%
	80.4%

	1987-1988
	5571
	130
	86
	1.5%
	66.2%
	2007-2008
	1784
	2211
	1714
	96.1%
	77.5%

	1988-1989
	7307
	181
	124
	1.7%
	68.5%
	2008-2009
	1480
	2196
	1747
	118.0%
	79.6%

	1989-1990
	8054
	171
	127
	1.6%
	74.3%
	2009-2010
	1337
	2407
	1886
	141.1%
	78.4%

	1990-1991
	13541
	211
	161
	1.2%
	76.3%
	2010-2011
	1482
	2669
	2027
	136.8%
	75.9%

	1991-1992
	12913
	294
	259
	2.0%
	88.1%
	2011-2012
	1422
	*
	*
	*
	*

	1992-1993
	6520
	340
	303
	4.6%
	89.1%
	2012-2013
	1596
	*
	*
	*
	*

	1993-1994
	3333
	574
	512
	15.4%
	89.2%
	2013-2014
	1482
	*
	*
	*
	*

	1994-1995
	4135
	671
	616
	14.9%
	91.8%
	
	
	
	
	
	


注：此处“移民”指香港华人移民澳洲；“离境”指居澳香港华人离开澳洲；“回流”指居澳香港华人回到香港定居。
资料来源：有关香港对澳移民人口数据，见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 Border Protection, historical immigration Statistics,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2015。表中相关数据乃由其“1.2 Settler arrivals, January 1959 to June 1975”、“1.3 Settler arrivals, 1975–76 to 1994–95”、“1.4 Settler arrivals, 1995–96”、“Settler arrivals, 1995–96”“Permanent additions, 1996–97 to 2007–08”“Permanent additions, 2008–09 to 2013–14”等数据模块中相关数据集合而成；有关居澳香港华人离开澳洲及回流香港人口数据，乃集成自Migration，Australia 1999- 2000（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2001.）第53页、第55页；Migration，Australia 2002-2003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2004)第41页、第43页；Emigration 2005-06 (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and Citizenship,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2007.),p.35;Emigration 2006-07 (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and Citizenship,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2007.),p.35;Emigration 2007-08 (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and Citizenship,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2008.),p.35;Emigration 2008-09 (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and Citizenship,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2009.),p.35;Emigration 2009-10 (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and Citizenship,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2010.),p.35; Emigration 2010-11   (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and Citizenship,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2011. ), p.35等澳大利亚统计局档案文件。

                              二、跨国人口迁移潮流的转向
20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香港对澳移民增长极为强劲，形成了一股势不可挡的移民潮，且由澳洲回流香港者仍比较少见，使得澳洲对香港的人力资源竞争几乎呈现出一种压倒性的优势。然时隔未久，情况便发生了出乎意料的变化。
为挽救澳洲经济，保障经济结构转型对专业技术人才的需求，自1983年3月霍克政府上台执政始至1991年12月结束任期，这期间澳洲一共从海外引进技术移民约28万左右。
在大量引进技术移民同时，政府的家庭团聚移民政策仍十分宽松，每年度此类移民始终维持在6-7万之间，远超技术移民人口，导致澳年度移民总量逐年走高，从1983-1984年的52,600人，增至1987-1988年度的122，100人，之后几年亦多维持在12万左右，
接近历史最高水平。大量移民，尤其非技术移民，给就业市场造成了极大压力。1989年澳洲失业率为6%多一点，1992年因经济萧条，失业率破10%，
直至1994年仍高达10.5%。
国内经济乏力，失业率高企，令公众对政府大量移民政策产生了怀疑。人们普遍认为，大量移民涌入澳洲，会抢走本地人的工作、削弱工资水平和降低生活条件。人们甚至反对引进技术移民，认为这会使政府和企业雇主不再愿意花钱培训企业员工，
从而影响本地技术人才的成长。在公众的强烈反对下，
1991年底上台执政的基廷政府迅速收缩移民规模，1991-1992年度移民数降至9.9万人，1992-1993年度又降至6.8万人，此后数年澳年度移民数始终控制在6-8万左右，
这与霍克政府时期相比，减少了40%以上。以澳移民政策调整为起点，1990年代香港对澳移民人口迅速进入下行通道。1991-1992年度香港对澳移民12,913人，1992-1993年度骤降超50%，仅为6520人；1993-1994年度再降近50%，仅为3333人。
两年之内，香港年度移民人口减少近万人，呈现了极为罕见的断崖式下滑现象。嗣后，除1994年至1996年香港对澳移民稍有增长，之后仍一路下滑，至1999-2000年度已降至1729人，为1980年代中期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
而这一移民数量，与1990-1991年度对澳移民高峰时期的13,541人相比，已下滑6.8倍。      
随着香港对澳移民人口持续下滑，由澳洲回流香港的华人人口却逐年上升。1990-1991年度居澳香港华人仅回流161人，至2000-2001年度已增至1476人，十年间增长了8.2倍，
年均增幅81.7%。而恰因香港对澳年度移民人口持续大幅下滑，居澳香港华人回流人口稳步上升，令居澳香港华人的移民回流比，即每年度回流香港华人人口所占当年度香港对澳移民人口比例，亦增速惊人。在1980年代，移民回流比大多维持在2%上下，1993-1994年度已增至15.4%，1999-2000年度更高达78.3%。
考虑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香港对澳年度移民人口已不足2000人，加之回流人口走高，则香港对澳流失人口已寥寥无几。实际上,也主要由于20世纪90年代香港对澳移民人口下滑幅度大,且回流人口持续上升,使得这段时间居澳香港华人人口总量增长缓慢。据澳历次人口普查数据，1996年居澳香港华人人口为68，430人,仅比1991年人口普查时增加万余人；2001年不升反降，仅为67,122人；2006年亦仅增至71,802人。
综上可见，由于香港对澳移民数量持续下滑，居澳香港华人回流数量稳定上升，20世纪9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香港华人跨国人口迁移格局正在发生极具深远意义的转折性变化。这一点，从新千年以来澳港之间华人跨国迁移基本情况则能够看得更清楚。
   （一）跨国人口迁移基本趋势。新千年以来，全球经济形势整体向好，加之搭上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快车，澳洲年均GDP增速维持在3%左右，
 失业率也于2005 年 9 月降至5%，为1970 年代以来的最低点。为解决因经济繁荣而带来的澳洲技术人才短缺问题，在工商业界推动下，
 联邦政府重启大规模移民计划，并重点扩大技术移民，使得澳海外移民人口从2000-2001年度的80,597人迅速增至2005-2006年度的142,933人，至2012-2013年度已达190,000人，为历史最高水平。其中技术移民比例则从2002-2003年度起便已超过60%以上，且多数年份高达67%-68%左右。
在大量移民人口中，香港华人移民数量却始终较少。除因受澳洲大规模移民计划的暂时性影响，香港对澳移民人口在2003-2005年稍有增长，从2005-2006年度起便再度下滑，并于近年降至每年度仅1300-1500名左右，
 且其中技术移民占香港移民总数比例亦稳定下滑,从2004-2005年度的76.9%直降至2007-2008年度以后的50%左右，
使其每年度对澳技术移民人口数量亦从新千年初的一两千人直降至仅数百人左右。
这在近年来澳洲动辄十余万的海外技术移民总量中所占比例已微乎其微。与此同时，离开澳洲回流香港人口仍增长明显。2001-2002年度居澳香港移民回流人口为1473人，至2010-2011年度已增至2027人的历史最高水平。
 因回流人口于2008-2009年度即已超过对澳移民人口,使得澳大利亚华人移民回流比高达118.0%,并于次年度即2010-2011年度攀升至141.1%的历史最高点。
换言之，仅就跨国迁移的香港华人人口而言，从澳洲回流香港的人口已超过从香港移民澳洲的人口。

   （二）跨国迁移人口数量变化和人口结构趋向稳定。其一，人口数量变化相对稳定。1990年代，每年度香港对澳移民人口持续递减，回流人口则不断递增，且移民人口最多年份与最少年份相差竟高达6.8倍，回流人口最高年份与最少年份则相差达7.4倍。
而新千年以来，这种对澳移民人口与从澳洲回流香港人口持续递增或递减的状态被打破，且从2008-2009年度以来,对澳移民人口一直在1400-1500人左右徘徊,其中移民人口最多年份仅比最少年份多10.8%；回流人口则从2005-2006年度起亦大多维持在1800人上下，其中回流人口最多年份仅比最少年份多18.3%。
 这表明，这些年来香港华人对澳年度移民人口数量与年度回流人口数量却已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状态。其二，跨国迁移人口结构变化趋于平稳。20世纪90年代及以前，绝大多数香港华人只能通过技术移民方式来到澳洲。
然随着澳洲香港华人移民人口渐渐增多，便为后来者以家庭团聚移民方式移民澳洲提供了便捷的途径，加之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澳洲对香港华人吸引力日渐衰退，技术移民人口数量下滑，使得在香港对澳年度移民人口中家庭移民比例逐渐上升，技术移民比例缓步下滑，并从2008-2009年度以来一直在50%左右徘徊，而未再呈较大变化。

综上言之，20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香港华人对澳跨国人口迁移几乎呈单向流动的局面逐渐改变，两地之间香港华人双向流动的跨国人口迁移新格局已经形成，从而奠定了当前澳大利亚与香港之间华人跨国人口迁移流动的基础。

    表2  香港各类移民人口数量及其百分比           (单位：人)

	
	家庭移民
	占比
	技术移民
	占比
	移民人口总数

	1990-1991
	560
	
	12053
	
	

	1991-1992
	704
	
	9028
	
	

	1992-1993
	880
	
	2809
	
	

	1993-1994
	729
	
	2612
	
	

	1994-1995
	827
	
	2597
	
	

	195-1996
	969
	
	2294
	
	

	1996-1997
	736
	20.5%
	2830
	78.8%
	3591

	1997-1998
	665
	19.0%
	2816
	80.7%
	3491

	1998-1999
	442
	23.0%
	1473
	76.7%
	1921

	1999-2000
	510
	34.6%
	955
	64.9%
	1472

	2000-2001
	404
	26.6%
	1106
	73.0%
	1516

	2001-2002
	435
	32．0%
	916
	67.4%
	1359

	2002-2003
	523
	27.6%
	1364
	72.0%
	1894

	2003-2004
	713
	31.7%
	1532
	68.1%
	2249

	2004-2005
	569
	23.0%
	1904
	76.9%
	2477

	2005-2006
	585
	23.1%
	1939
	76.7%
	2528

	2006-2007
	673
	30.8%
	1515
	69.2%
	2188

	2007-2008
	604
	31.4%
	1314
	68.4%
	1922

	2008-2009
	785
	46.0%
	918
	53.8%
	1707

	2009-2010
	547
	52.1%
	499
	47.5%
	1050

	2010-2011
	530
	45.5%
	631
	54.2%
	1165

	2011-2012
	564
	54.3%
	471
	45.3%
	1039

	2012-2013
	660
	49.3%
	674
	50.4%
	1338

	2013-2014
	642
	44.6%
	797
	55.4%
	1439


资料来源：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 Border Protection, historical immigration Statistics,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2015.由其中 “3.3 Migration Programme outcome by stream and citizenship, 1996–97 to 2013–14”数据模块中相关数据组成。

              三、跨国人口迁移潮流转折原因与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香港籍华人跨国人口迁移潮流的变化，直观体现了香港与澳大利亚之间国际人力资源竞争实力的消长变迁。就其本质而言，这主要与如下几个方面的因素密切相关。 
（一）香港经济的高速发展。1980年代以来，香港依托中国内地改革开放之机，一方面将大量资金投向内地，以降低制造业成本，抗衡来自新加坡、韩国及台湾地区的国际市场竞争；另一方面大力发展金融、电讯、展览、广播、航运等服务性行业，使其“成为中国内地特别是华南地区的贸易转口港和服务中心”，
从而推动香港经济转型。经过多年努力，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香港已经成功建立为一个服务中心，并在金融、黄金及外汇买卖方面与伦敦、纽约及东京并驾齐驱。香港也是全球最繁忙的港口之一，拥有全球最高之货柜吞吐量，多年来服务业的急速增长，已令香港在服务业出口方面位列全球第十。”
产业结构转型成功，带来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按照现价美元计算，1988年香港人均GDP为10,609.7美元，至1993年已翻倍达20,395.5美元，1997年再增至27，330美元，
平均年增幅达17.5%。生活日渐富裕，刺激了香港华人追寻更美好的海外生活的欲望，使得这些年香港对外移民人数一路走高，“由八十年代初期的平均每年对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移民两万人，上升至九十年代初期的每年约 6万人。”
 这其中有一万多人移民澳洲，为香港对澳移民历史最高水平。耐人寻味的是，也恰恰当1993年香港人均GDP高达20,396美元，一举超过澳洲
之后，如前所述，对澳移民人口却迅速下滑。同一时期，亦由于香港人均GDP也超越加拿大，且与美国的差距在缩小，使得香港整体对外移民数量亦逐渐萎缩，2000年以后对澳、美、加三国的移民人口总数已降至不足万人规模。
纵览1990年代以来至新千年香港对外移民人口发展变迁，不难看出香港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
   （二）政府清廉度不断提升，居民对香港社会前景越来越有信心。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大量中国内地民众以各种方式移民香港。由于人口剧增，社会公共资源短缺，政府保障能力不足，这便为掌握社会资源分配权力的公职人员贪腐提供了丰厚的土壤。
而在中国“礼尚往来”文化传统下，以权钱交易方式进行公共资源配置更成为通行的社会潜规则，导致“普通大众除了胼手砥足谋生，还要被迫行贿。……违规人士只要贿赂官员，便不会被检控。贪官利用职权不断获取金钱和利益，劳苦大众辛苦赚来的前却仅足糊口，社会公义无法彰显，不公平现象俯拾皆是。”
那时，贪污腐败已成香港社会生活常态。特别是警务人员贪赃枉法问题非常普遍，乃至于“贪污在香港警察队伍中是一种生活方式……”
为遏制腐败现象，1974年建立的廉政公署首先集中力量打击政府腐败，并通过1970年代末期清除警察集团式腐败而赢得了社会信任和支持，使得1990年代以来普通公众参与举报、打击腐败的自觉性逐渐高涨：1992年贪污举报数为2270件, 1999年贪污举报总数为3561件,2001年则为4476件。
 在这些举报案件中，“最初只有34%的人具名举报贪污,以后该比例稳步上升,1997年为68%,2006年则高达73%。”可见香港已经形成了一个拥有“广泛民意且能够持续支持政府反腐败的公民社会”。
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香港社会清廉度持续上升，廉洁文化逐渐形成，并在国际社会享有崇高声誉，这也使得普通公众对社会发展前景更有信心，而不再以对外移民为出路，更使得海外移民回流意愿不断增强。 

(三)香港回归问题的影响。由于对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的政治前途缺乏信心，普通公众担心其经济利益和生活方式可能遭受冲击，在国际和国内反对派政治势力的蛊惑与煽动下，许多人便“想通过拿到移民签证，开一个‘太平门'。”
在这种心态下，20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以来便逐渐形成了一种恐慌性对外移民潮。然而，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国大陆迎来了改革开放第二春，思想进一步解放，市场经济进一步放开，这一方面奠定了中国大陆经济与社会持续繁荣与飞速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也为香港产业结构转型提供了历史性契机，使得香港经济得以借重中国内地改革机遇不断走向繁荣，打破了以往香港社会对回归后香港经济与社会繁荣问题的忧虑，增强了香港社会普通公众的信心。与此同时，中央政府一再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庄严确认，1997年香港回归后必将坚守“港人治港、一国两制”的政治承诺，也逐渐赢得了香港社会的信任和尊重，从而稳定了香港社会局面，使得恐慌性对外移民风潮渐趋理性，且海外回流者亦日众，最终促使香港与澳洲之间华人跨国人口迁移格局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重大转变。尤其是1997年中国政府关于香港“一国两制”承诺兑现后，澳洲香港移民回流势头更劲，香港回归前夕的1995-1996年度，回流人口为687人；回归后的1998-1999年度即已翻倍，达1205人。
 可见，20世纪90年代香港对澳跨国人口迁移潮流的转折变化，有着浓重的政治因素影响。
（四）难以适应西方国家主流经济、文化与社会生活。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后发达地区，香港公众普遍崇尚西方更加开放的社会环境、自由竞争的经济环境、清廉民主的政治环境、良好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以及这一系列制度设计本身所体现的对个人权利的尊重。作为西方发达国家俱乐部重要成员，澳大利亚因距离香港较近，且人居环境名列世界前茅，便成为香港华人重要移民目的国。然而，移民不仅仅是居住地的空间变化，对个体而言，本质上是文化与社会生活系统的全面转换。香港华人对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与社会制度等有一定认识，然这种认识大多带有较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缺乏对移民目的国经济、社会与文化生活全面、深入、细致的了解与体会，诸如职场生态、文化休闲方式、家庭生活模式、人际关系与基本社会规范，等等，这就导致在实际生活中往往会产生各类矛盾和问题，诸如种族歧视、文化冲突、职场和就业歧视、身份认同问题、家庭和社会生活模式适应问题，等等，从而给多数移民家庭和个人生活带来困扰，令其心生悔念，进而回流香港。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

综言之，由于诸多因素影响，香港与澳大利亚之间华人跨国人口迁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塑造了不同以往的港澳国际人力资源竞争格局。这对香港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一，扭转了香港本土人才对澳流失的基本状况。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专业技术人员、行政管理人员、社会工作者、医生、律师等职业人士为代表的香港中产阶级兴起，并于1980年代进入黄金发展时期。恰恰是这些人，成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对外移民的代表。以1991年香港对外移民人口为例，当年移民中拥有大学学位的占17%,香港全体人口中这一比例是4.6%；专业人士和行政人员占35%，香港全体人口中这一比例仅为11%。
 可见，香港移民问题是与人才外流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事实上，1980年代末澳大利亚香港移民大多为技术移民，这些人即便在离港赴澳之前不是中产阶级，亦为有相当专业技术水平或拥有良好教育背景者。这些人才大量涌入澳洲或美国、加拿大等西方发达国家，曾造成香港1990年代严重的人才危机。然而1990年代以来澳-港华人跨国人口迁移潮流的转折，彻底改变了香港对澳人才流失局面。新千年以来，每年香港对澳移民仅2000人左右，且其中非技术移民比重越来越大。
而与此同时，从澳洲回流香港的华人也越来越多。尽管无确切数据说明其中专业技术人才所占的比例，然从澳洲与香港两地跨国人口流动整体来看，早在1998-1999年度，从澳洲移民香港的人口便已超过从香港移民澳洲的人口，且差距持续拉大，至2010-2011年二者之间已经相差3.47倍。
可见，香港之于澳洲的人力资源竞争优势已十分明显。
其二，提升了香港社会国际化水平。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首先，与20世纪七八十年代澳洲-香港之间的跨国人口流动主要为单向流动不同，即从香港流向澳洲，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人口从澳洲移民至香港，1995-1996年度为1575人，1999-2000年度已增至3346人，至2005-2006年度更增至5379人，
十年时间，由澳入港人口已增长了三倍多。这其中大多数为香港华人，既包括出生地为香港后移民至澳洲而回流者，亦有居澳香港华人移民第二、第三代而回流者。这些人回流香港，加强了香港人口的国际元素。其次，这些回流华人大多拥有丰富的澳洲生活经历，如2005-06年度，出生于香港的澳洲华人回流者达2291人，其中曾在澳洲居住5年以上者为1935人，
占当年度全部回流人口比例达84.5%；2010-11年度，出生于香港的澳洲华人回流者达2669人，其中曾在澳洲居住5年以上者为2190人，
占当年度全部回流人口比例达82.1%。而这些拥有丰富澳洲生活经历者在回流香港后，大多数仍然与澳洲保持密切的经济与社会联系。

                     表3 澳大利亚-香港跨国迁移人口           （单位：人）

	 
	澳对香港移民
	香港对澳移民
	
	澳对港移民
	港对澳移民

	1995-1996
	1575
	4361
	2003-2004
	4420
	2070

	1996-1997
	1781
	4191
	2004-2005
	4850
	2534

	1997-1998
	1882
	3445
	2005-2006
	5379
	2162

	1998-1999
	2845
	2251
	2006-2007
	5435
	2101

	1999-2000
	3346
	1729
	2007-2008
	5543
	1784

	2000-2001
	3942
	1893
	2008-2009
	5898
	1480

	2001-2002
	3828
	1511
	2009-2010
	6120
	1337

	2002-2003
	4234
	1741
	2010-2011
	6635
	1482


数据来源：Emigration 2005-06，p.19;Emigration 2010-11，p.19; 这个表里的移民人口实际上是用的Historical Migration  Statistics 2015中的“2.2 Permanent additions, 2008–09 to 2013–14” 和“2.1 Permanent additions, 1996–97 to 2007–08 ”。
其三，增加了香港民主治理与社会管理的复杂性。由于香港承认双重国籍，澳洲香港华人回流后，享有与普通香港居民同样的经济、政治与社会权利，从而带来了至少几个方面的问题：因与普通香港居民相比，回流人口更具跨国流动性，加之身份特殊，必然会给政府社区人口统计及社区管理工作带来诸多不便、在发生经济与社会纠纷时容易碰到无法执行问题、国际流动人口管理过程的法律适用问题，乃至于回流人口参与香港民主政治过程中容易引发他国干预，等等。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及以前，香港社会主要是对澳人口迁移，一旦移民成功，甚少回流香港，故这类问题影响不大。但20世纪90年代以后至今，随着回流人口增加，香港、澳洲之间人口流动性持续放大，此类问题已越来越突出，甚至衍生出其它社会问题，如社会贫富分化加剧、社会阶层之间对立情绪加重等。  

总之， 20世纪九十年代澳港之间华人跨国人口迁移潮流的变化，一方面保障了香港经济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渴求，加强了香港与国际社会的联系，夯实了新千年以来香港社会得以持续繁荣与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却也由于短期内华人跨国人口迁移潮流的迅速转变，也势必会给政府管理与社会治理工作带来一些冲击，从而一定程度上又会对社会稳定与繁荣造成一定负面影响。而如何解决这一看似矛盾的两面，很考验执政者的政治智慧。 

                       四、跨国人口迁移经验与启示
作为同文同种的华人族群，20世纪9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香港华人跨国人口迁移潮流的转折变化，对中国大陆跨国迁移人口管理及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主要经验与启示如下：

中国大陆华人跨国人口迁移格局已在发生变化，中国政府需要做好应对准备。近年来，中澳之间大陆华人跨国人口迁移格局的变化与20世纪九十年代香港、澳洲之间的跨国人口迁移格局变化动态极为类似。其一，与20世纪90年代香港对澳移民类似，近年中国大陆华人对澳移民一定程度上已显现疲态。20世纪70年代以来，华人对澳移民数一直处于直线上升态势，几无曲折。
然2010-2011年度中国大陆对澳移民增至29067人的历史最高点后，2011-2012年度迅速降至25761人，2012-2013年度稍增至28230人，2013-2014年又降至27,662人，
降幅不大，意义却深远，一定程度上预示中国对澳移民高潮阶段可能即将过去。其二，新千年以来大陆籍华人回流绝对数保持稳定上升状态，这一点亦与上世纪90年代香港籍华人回流情况相一致。从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籍华人回流人口持续稳定增长，2000-2001年已达到1253人，2010-2011年达到3939人，
至2012-2013年度已经稳定增至约4496人。
移民与回流人口一升一降之间，使得中澳之间大陆华人跨国人口迁移格局就发生了巨大变化。因此，随着华人对澳移民意愿走低，回流数走高，未来居澳澳大陆华人新移民回流比例将进一步拉升，应属无争的事实。此外，更加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大陆籍华人移民后，仅持澳洲绿卡而不入籍。据2006年澳人口普查数据，当年中国大陆出生的华人移民为206，593人，其中入籍者为117，769人，入籍比例57%。时隔五年，2011年人口普查时，中国大陆出生的华人移民为318，969人，入籍者为150，726人，入籍比例减少约10%，为47.3%。这意味着，若不考虑2006年人口普查以前的华人新移民人口，则2006年以来的大陆籍华人入籍比例将更低。事实上，仅以2010-2013年三个年度为例，大陆籍华人入籍比例已低至30%左右。
华人移民入籍比例迅速走低，意味着澳洲华人回流中国的可能性在增加。事实上，作为海外华人移民群体的一部分，澳大利亚中国大陆华人跨国人口迁移流动情况的变化，可大致管窥海外中国大陆华人跨国人口迁移流动的基本状况。对中国政府而言，则有必要适时把握好其跨国流动变化与趋势，以便于做好相应的人口流动管理工作、侨务工作，以及其它与海外华侨华人相关、可服务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政府管理工作，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做好预测及应对的准备。

理性看待人口跨国迁移流动。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至今，中国对外人才流失严重，以对澳人才流失为例，近年每年对澳移民多达2.5-3万人，且大多数是专业技术移民或投资移民。对此，长期以来国内舆论忧心忡忡。实际上，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香港经济与社会发展并未因人才流失而受阻，而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至今中国大陆经济与社会发展步伐也并未因人才流失而停滞，相反，这二十多年恰是有史以来中国发展最好的时期。根据香港经验，只要中国大陆经济与社会持续、全面发展与进步，不断增强民众幸福感与获得感，则对外人才流失局面即可逐渐扭转。事实上，新千年来，中国一方面对外人口或人才流失加剧，但另一方面，这种人口或人才外流的趋势在减缓，且近些年从澳洲回流中国的华人移民越来越多，且已形成一股回流潮。
 至于为何大量人才流失并未实质上阻碍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香港与中国大陆发展，究其原因，一方面，人才外流确实不利于事业发展，却也给后备人才提供了锻炼成长的机会，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人才缺口，何况无论港府或中国大陆政府亦皆曾出台了一系列吸引海外人才及培养本土人才的计划；
另一方面，外流人才仍然可以通过国际合作与交流、技术顾问咨询、人才培训等方式服务于母国或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从而推动母国或地区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提升其国际化水平。实际上，在特定时期内，若人才无法对外流动或大量回流本土，亦会带来诸多问题，如劳动力市场竞争加剧、高学历竞争、人才浪费、民众生活满意度下降，以及给人口社会管理工作带来挑战，等等。换言之，短期内，在本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尚未达到一定水平的情况下，盲目要求减少人口或人才外流，加大吸引人才回流，未必一定会产生积极的效果。总之，人口跨国迁移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而其迁移态势、基本格局及发展趋势，取决于国别、地区之间经济与社会发展状况差异与变化。对于一国或地区而言，不能仅就人才流失谈人才流失，而应更关注人才数量及层次是否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匹配：匹配，则人才减少流动；不匹配，则人才外流。归根结底，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与人才之间，是一种互动关系，而非决定性关系。

三、人口跨国迁移流动，本质上是各方面因素系统发挥影响的结果，这其中经济因素属于基础性因素，却并非唯一因素。20世纪八十年代及以前，因与澳洲在经济、制度、社会文化等各方面与西方存在较大差异，令港人艳羡西方生活，利用一切办法移民澳洲。九十年代香港经济超越澳洲，且香港政治前途问题、官员贪腐问题、社会福利保障问题等得到了很好的解决或改善，居澳的香港华人又越来越多地回流香港，且逐渐超过香港对澳移民华人数量。从2004年开始，澳大利亚以30440.9美元的人均GDP（现价美元）数据，再次超过香港（仅为24928.1美元），且差距不断扩大，至2012年时澳人均GDP已几乎为香港的2倍。
这意味着，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澳洲经济收入更高，生活条件更优越，且不说澳洲拥有更优美的自然环境和更加舒适的人居环境。然而，这种经济优势并未对香港社会形成有效的移民虹吸效应，从而再度改变20世纪9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与香港之间华人跨国人口迁移发展变化的基本趋势。
如此，仅以香港为例可见，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情况下，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已不再是影响或触发大量人口跨国迁移的关键性因素，更重要的是一国或地区在经济、制度、人文环境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全面改善与提升，能够给居民以更好的生活体验与感受，对未来生活更有希望和信心。

四、政治与社会稳定是减缓或扭转人才流失局面、促进国际人才合作与交流的重要前提。20世纪末以来澳大利亚香港华人跨国人口迁移潮流的变迁，主要应归结于香港经济与社会的整体性进步的结果。然而，任何经济与社会的繁荣与进步，皆以政治稳定为前提。为确保回归前夕香港政治与社会的和平稳定，中国政府及香港爱国人士曾做出了大量努力。没有这些努力，则不可能恢复普通公众对香港回归后政治前途与社会稳定的信心，就谈不上20世纪九十年代香港经济与社会的繁荣发展，更谈不上扭转香港对澳人口或人才流失的基本格局。前车之鉴，对中国大陆而言，欲从根本上扭转当前中国对外人才流失基本局面，促进国际人才合作与交流，则需要排除一切杂音，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一以贯之地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并在此前提下着力发展经济、促进民生改善、完善制度建设。而至于中国与世界大多数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之间意识形态的分歧，就香港的初步经验来看，似乎并不是阻碍人口或人才回流的关键性因素。

综言之，从澳大利亚香港华人跨国人口迁移历史经验来看，中国大陆华人跨国人口迁移趋势已经在发生不同于以往的巨大变化，这需要中国政府提高认识，做好准备，强力维护和平稳定的政治环境、努力建设欣欣向荣的经济与社会环境、塑造公平公正的人才环境、营造健康和谐的人居环境、建设完善的法制环境，等等，只有这样，才能在全球化时代激烈的国际人力资源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从而为中国经济与社会的繁荣与发展夯实人才基础。 

（该文已刊于《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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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阅本文第二部分相关内容。


� 事实上，之前多数港人有对外移民倾向，反而随着回归临近，回流人口则越来越多，移民人口则持续减少。换言之，意识形态因素并非促使移民海外的关键性因素。本质上，人们更关心的是自己的生活现状与前景，而非更加宏观的意识形态与国体。





